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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实施五周年：	
制度发展与理论深化

王  轶*

内容提要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公布施行，中国进入了

民法典时代。配合婚姻家庭编的施行，国家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进行了系统

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清理、修订与配套工作，包括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学术界围绕婚姻家庭编的施行，深化了对于婚姻家

庭编与其他各编的衔接适用、身份关系协议的参照适用、夫妻财产与债务制度

等重点问题的理论研究。而对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限度这一婚姻家庭领

域最基础最重要的价值判断问题，需要在回顾历史、总结现实的基础上，面向未

来，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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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 ①，《民法

典》回答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

家、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人类、如何看待自然。② 婚姻家庭编重点回答

的是如何看待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就中国人的传统

生活习惯而言，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还是“生活在家庭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

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

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③“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④。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立法回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首先

明确宣告“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这也是对《宪法》第 49 条第 1 款的重申和落实；并

明文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

以此强调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不只是小家更是大家，不仅是家庭还有家族；进而就如何协

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明确宣示“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编以此为遵循，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维护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及团体价值，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在体例内容上纳

入了收养法，实现了婚姻家庭编内部体系的完整统一；在具体制度中修改禁止结婚条件、

完善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制度，增加登记离婚冷静期、亲子关系的确认与否认、离婚损害赔

偿的兜底性规定等，取消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前提，修改和完善了收养条件等

社会上有需求有呼声、实践中有典型案例有司法解释的规定等，⑤构建了我国民法典时代

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法与时转则治”⑥，《民法典》的公布施行，绝不意味着民事法律制度就此止步不前。

《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新的实践基

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民法典》施行五周年之际，本文着重就《民

法典》实施以来婚姻家庭编的制度发展与理论深化，择其要者，予以梳理分析，借以纪念

《民法典》施行五周年，致敬我们的民法典时代。

① 参见习近平：《实施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9 日），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79 页。

② 参见王轶：《〈民法典〉的立法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6 页。

③ 参见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 年 12 月 12 日），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 页。

④ 习近平：《在二〇一五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5 年 2 月 17 日），载前注 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书，

第 3 页。

⑤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9 页；夏吟兰：《婚姻家庭

编的创新和发展》，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4 期；杨立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完善我国亲属制度的成果与司法操

作》，载《清华法学》2020 年第 3 期。

⑥ 《韩非子·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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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游离在民法之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整合并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在编排体例上实现

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向民法的回归。《民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婚姻法》

《收养法》等九部民事法律同步废止，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从此成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

分。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应当秉持体系化思维：一方面，应当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另一方面，应当保持与其他各编关系的协调。⑦ 为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自

其颁布以来，国家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进行了系统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清理、修订与

配套工作。

（一）法律层面

《民法典》施行后，婚姻家庭法制度发展在法律层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 2021 年 10
月 23 日公布、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

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在《民法典》之外确立了与家庭教育有关的婚姻家庭制

度，其颁布标志着家庭教育在我国完成了从传统“家事”向现代“国事”的根本性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逻辑，是对家庭教育权责关系的重塑——该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而不再

仅仅诉诸传统的道德自觉与亲情伦理，来明确界定家庭的主体责任、国家的支持义务与

社会的协同角色。其立法目的，在于“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

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 1 条）。该法第二章“家庭责任”（第 14 条至第 23 条）构成

了全法的基石，系统构建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下简称“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

权责体系。这是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规则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从“亲

权”到“亲责”的演进。该法开宗明义，要求父母“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

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其深层法理是从传统的“亲权”观念，向现代“亲责”观念的

转型。这是一种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后的法律责任。⑧ 这意味着，家庭教育不再

属于全然由家庭内部意志决断的私域，而是上升为一项关乎民族未来、受到法律规制并

有权获得国家支持的社会公共责任，从而为公权力的适度介入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是从

多个维度对家庭责任进行了立体化勾勒。在内容维度，涵盖家国情怀、道德品质和法治

意识、成才观念、身心健康、安全防护与劳动习惯等六大方面，其结构安排颇具匠心，将

“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及“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

⑦ 参见王利明：《体系化视野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兼论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的适用关系》，载《当代法

学》2023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⑧ 参见徐婧：《从“亲权”到“亲责”：家庭教育的司法介入》，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

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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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首位，确立了家庭教育的价值基石；同时全面纳入身心

健康、网络安全、劳动观念等现代人格养成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份符合国家期待与儿童全

面发展规律的“基础课程大纲”。在方法维度，倡导亲自养育、共同参与、相机而教、潜移

默化、严慈相济、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相互促进等多种方式方法，其核心精神是尊重儿童

的主体性与成长规律。⑨ 尤为重要的是，该法明确将“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

家庭文化，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共同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

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规定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第 15 条）。家庭建设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法律义务，旨在从源

头上塑造适宜未成年人成长的微观环境。此外，该法还对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

委托照护（如隔代抚养、父母外出务工）等特定情形下履行家庭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

体现出对现代家庭结构多元化的现实关切，旨在防止家庭教育责任落空。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系统构筑的“家庭责任”体系，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

对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核心使命进行表达。它超越了私域范畴，确立了家庭教育作为公共

福祉的法律地位。这部法律当前的重点已从文本制定转向落地实施，其成功的关键在于

能否以清晰的“家庭责任”为支点，撬动“国家支持、社会协同、专业引导”的赋能系统，

并有效运转。未来应更加关注支持措施的有效性评估、特殊需求家庭的精准服务以及法

律与其他社会政策的协同配套，从而真正实现立法所追求的目标。

（二）行政法规与地方立法层面

在行政法规层面，为确保婚姻登记管理制度与《民法典》保持一致，国务院对《婚

姻登记条例》进行了修订，新版条例于 2025 年 5 月 10 日起施行。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包括：其一，立法依据更新。条例的制定依据从《婚姻法》修改为《民法典》。其二，实

体规定与《民法典》对标。明确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当事人可以依据《民法典》

第 1052 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删除了原条例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结婚的疾病”不予登记的规定，并将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交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明确

规定一方当事人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当事人，不如实告

知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1053 条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其三，实

现程序便利化与现代化改革。一是登记材料简化。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时，不再要求

提供户口簿，仅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和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的声明。离婚登记也相应简化了所需材料。二是服务与管理升级。一方面，

为有效解决人口流动背景下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不便的难题，正式以行政法规形式确

立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制度。根据新规，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可以选择在全国

任何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一变革标志着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模式以网络化、信息化

服务为支撑，从“属地管理”向“全国通办”的重大转变。作为配套，明确要求完善全

⑨ 参见朱永新：《一本微言大义的家庭教育指导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载《人民教育》2021
年第 22 期，第 2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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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婚姻基础信息库，健全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利用技术手段核验当事人信息，提升管理

效能并防范欺诈。另一方面，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

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治理高额彩礼问题，倡导文明婚俗，促进家庭和谐，

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要

求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协助和配合婚姻登记机关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此外，条例新增

了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疑似被拐卖、绑架妇女时的强制报告义务，

以及发现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及时劝阻并告知受害人

寻求救助途径的义务，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三是吸收《民法典》新制度。在离婚

登记章节，完整纳入了《民法典》规定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可以说，2025 年修订的《婚

姻登记条例》是一次系统性的制度升级，它以“全国通办”破解空间壁垒，以“强化服务”

注入人文温度，以“程序简化”提升办事效率，实现了新时期我国婚姻登记管理的现代

化、人性化，对于保障婚姻自由、提升婚姻家庭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的公布施行也推动了地方性立法的调整。一个典型例子是民族自治地方

关于《婚姻法》的变通规定。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变通规定》为例，经过调研、评估和审批程序，该规定于 2025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废止。

废止后，当地公民的结婚年龄等事项均直接适用《民法典》的统一规定。内蒙古自治区

于 2021 年 11 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于 2022 年 4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于 2024 年 1 月也

相继废止了婚姻法相关变通规定。当然，也有一些自治州、自治县进行了变通规定，如青

海省果洛、玉树、海南、海西、海北、黄南 6 个自治州及大通、互助、民和、化隆、循化 5 个自

治县都通过地方立法，将本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法定结婚年龄规定为“男不得早于二十

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但都在相关变通规定中将其立法依据由《婚姻法》变更

为《民法典》，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州（县）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

实际情况，制定本变通规定”。

（三）司法解释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解释清理与制定工作，是《民法典》实施配套工作中至为

关键的一环，旨在解决新旧法律过渡期裁判规则的统一问题。《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

民法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的生效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全面清理。清理原则是确保所有司法解释符合《民法典》规定，实现法律适用标准的

统一。根据 2020 年 12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公布的结果，在清理的 591 件

文件中，决定废止 116 件，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失效。⑩ 其中，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废止

文件有 13 件，长期作为婚姻家庭案件审判重要依据的原《婚姻法》三部司法解释，即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二）、（三），全部在废

⑩ 参见《最高法举行贯彻实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释清理和首批司法解释新闻发布会》，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82211.html，2025 年 12 月 2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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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列。同时被废止的还包括若干重要的婚姻家庭案件审理具体意见。在“废旧”的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急用先行、重点推进”的原则，制定了首批与《民法典》配套

的司法解释，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同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

释〔2020〕22 号，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是《民法典》颁布后出台的首部

婚姻家庭领域的司法解释。它系统吸纳并转化了原《婚姻法》三部司法解释中符合《民

法典》的条款，同时根据《民法典》秉持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必要调整与创新，是婚姻家

庭法律规则体系从单行法时代平稳过渡到法典化时代的桥梁。《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共 91 条，主要涵盖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一般规定。其中对《民法典》中的核心概念进

行了细化界定。例如，明确了《民法典》第 1042、1079、1091 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

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规定了法院不受理仅

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诉讼，但对其引发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纠纷应予受理。此外，明

确了彩礼返还的三种具体情形，为处理相关民间习俗纠纷提供了明确标准。二是结婚制

度。对婚姻的效力问题进行了细致规范，详细规定了无效婚姻的确认主体、程序以及婚

姻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的财产处理规则。同时，明确了“胁迫”婚姻的认定标准及撤

销权的行使规则。三是夫妻关系。对夫妻财产制进行了全面细化，其核心在于明确了夫

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收益”范围；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

投资取得的收益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外，对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归属提供了

裁判规则，并明确了夫妻一方擅自出售共有房屋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规则。尤为重要

的是，第 32 条对“夫妻间房产赠与”作出了规定，成为处理此类纠纷的基础（后续的司

法解释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为丰富细致的规定）。四是父母子女关系。强化了对未成年

子女权益的保护；明确了亲子关系确认与否认之诉的规则；细化了对“不能独立生活的

成年子女”的认定；系统规定了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原则，特别考虑了子女随祖辈

长期生活等情形。五是离婚制度。对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的人身、财产典型纠纷

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规则。总体而言，《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成功地将法典

的概括规定转化为可司法适用的具体规则，稳定了《民法典》实施初期婚姻家庭案件的

审判预期，有效避免了法律过渡期的适用混乱。

进入民法典时代，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为统一

裁判尺度，回应社会关切，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 号，以

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该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进一步

完善，对引导树立优良家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的制定源于现实的司法实践需求。2025 年 1 月 15 日举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

公布，近三年来，全国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约 200 万件，其中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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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占比近八成，而财产分割已成为此类案件的焦点。⑪ 案件呈现出涉案标的额增大、财

产类型多样化、法律问题交织复杂等特点。《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共 23 条，旨在集中

解决长期困扰审判实践的疑难问题，在多个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第一，明确价值导向，

捍卫公序良俗。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重婚绝对无效”的立

场，即使起诉时前一婚姻已解除，后一重婚关系亦不能自动转为有效；明确规定夫妻一

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

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受害方有权请

求全额返还。这些都为治理婚外情、保护配偶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第二，

平衡多方利益，体现实质公平。在财产分割规则上，摒弃了“一刀切”的形式化处理，引

入了更具弹性的综合考量机制。无论是对于夫妻间房产的权利变动，还是父母为子女购

房的出资，法院在决定归属和补偿时，均需在考虑出资来源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婚姻存续

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

价格等多种因素。这一规则旨在矫正企图通过短暂婚姻获取巨额财产的不当做法（俗

称“洗房”），并充分肯定承担较多家务劳动、养育子女等隐性贡献的价值。第三，填补规

则空白，回应社会热点。积极回应了新型社会现象，例如，明确将超出家庭正常消费水平

的巨额网络直播打赏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针对离婚纠纷中频发的“抢

孩子”问题，构建了全方位的规制体系，允许另一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

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并将其作为抚养权裁判中对抢夺

方的严重不利因素。此外，对同居关系析产、离婚后抚养费变更、股权分割等复杂问题作

出了细化规定。《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的诸多条款传递出鲜明的司法理念：婚姻家庭

关系不同于市场交易关系，司法裁判在保护财产权益的同时，更应注重维护情感伦理和

家庭团体利益。其核心是引导建立以感情为基础、以责任为纽带的健康婚恋观。同时，

新规则也对司法裁判者提出了新要求。例如，大量动态考量因素的引入，意味着裁判者

的自由裁量权增大，如何统一“对家庭的贡献大小”等抽象因素的认定尺度，避免裁判

标准不一，成为未来需要通过指导案例等进一步明确的重点。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共同构成了婚姻家庭编的司

法解释体系。《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确立了基础性规则，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则针对司法实践中涌现的新型、疑难问题进行了重点回应。两部解释各有侧重，相互衔

接，共同致力于实现引导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的目标。

伴随相关指导案例的发布和审判实践的持续深化，这套规则将在实现个体权利与家庭和

谐、法律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民法典时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第一，坚持系统思维。

这是一次以《民法典》为依据、自上而下的全方位法制体系更新，覆盖了法律、行政法规

⑪ 参见《最高法发布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s://www.court.gov.cn/zixun/
xiangqing/452771.html，2025 年 12 月 2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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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性立法、司法解释各层级，确保了法律秩序的协调统一。第二，坚持继承发展。婚

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发展并非简单否定过去。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家庭编

司法解释均在吸收原有规定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民法典》的新原则、新制度进行

了关键性修改和完善，实现了制度的平稳过渡与创新发展。第三，坚持及时回应。婚姻

家庭法律制度的发展不仅着眼于法律衔接，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如简化婚姻登记程序、

在行政法规中倡导婚姻家庭辅导和文明婚俗等，是法律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典型体现。

不难看出，围绕婚姻家庭编的公布施行，我国已完成了一次深刻、系统的法律法规体

系重构。通过废止旧法、制定新法、修订行政法规、调整地方性立法、清理并制定新的司

法解释，一个以《民法典》为核心、层级分明、内容协调的现代化婚姻家庭法律规范体系

逐步形成，为调整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坚实、统一的法制基础。

二、婚姻家庭编实施中的重点问题

婚姻家庭编实施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例如，婚姻家庭编男女平等原则的理解与

适用、⑫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理解与适用、⑬ 婚姻家庭编倡导性规范对处理婚姻家庭

纠纷的作用、⑭ 身份权问题、⑮ 婚姻效力问题、⑯ 家庭关系的民法适用问题、⑰ 日常家事代

理问题、⑱离婚冷静期问题、⑲离婚救济问题、⑳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形成扶养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继承权问题、㉑ 收养制度问题、㉒ 婚姻家庭实体法与程序法

的衔接 ㉓ 等。下文选取婚姻家庭编施行中的三个重点问题予以梳理分析：

（一）婚姻家庭编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衔接适用

民法典编纂不仅是一次民事法律规范的有机整合，更是一场深刻的法律体系化革

命。婚姻家庭编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结束了《婚姻法》《收养法》长期作

⑫ 参见夏吟兰：《〈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男女平等原则之发展与思考》，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

⑬ 参见姚建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本土型塑》，载《比较法研究》2025 年第 2 期。

⑭ 参见龙翼飞、赫欣：《〈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新司法适用准则探析》，载《法学杂志》2021 年第 8 期，第 18-21 页。

⑮ 参见温世扬：《〈民法典〉视域下身份权的教义重述》，载《现代法学》2022 年第 4 期；张力：《身份权的派生确权与参

照保护》，载《中国法学》2023 年第 4 期。

⑯ 参见龙俊：《〈民法典〉中婚姻效力瑕疵的封闭性》，载《社会科学辑刊》2022 年第 4 期；申晨：《论婚姻无效的制度构

建》，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 2 期。

⑰ 参见刘征峰：《家庭关系民法适用和续造的顺序》，载《法学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⑱ 参见贺剑：《〈民法典〉第 1060 条（日常家事代理）评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叶名怡：《正确理解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载《法治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⑲ 参见马忆南：《离婚冷静期是对轻率离婚的限制和约束》，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4 期；夏沁：《民法典登记离

婚冷静期条款的解释论》，载《法学家》2020 年第 5 期。

⑳ 参见李永军：《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载《法学家》2022 年第 6 期；薛宁兰：《民法典

离婚救济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理解适用》，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4 期。

㉑ 参见房绍坤、于梦瑶：《继父母子女之间继承权释论》，载《法学论坛》2023 年第 4 期；王葆莳：《论继父母子女之间的

法定继承权——〈民法典〉第 1072 条和第 1127 条解释论》，载《法学》2021 年第 9 期。

㉒ 参见周友军：《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收养制度的完善》，载《广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㉓ 参见王雷：《〈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中的民事一体化思维方法》，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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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行法相对独立存在的历史。这一变化对法律适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民法典》

施行之前，由于《婚姻法》《收养法》等以单行法形式存在，其法律适用思维具有相对独

立性，人们往往优先甚至仅在本法领域内寻找裁判依据和解决方案。然而法典化就是体

系化，婚姻家庭法入典成编后，与其他各编共同构成一个内在价值统一、外在逻辑自洽的

完整规范体系。必须摒弃传统的单行法思维，确立法典化的体系思维，以体系化视角，梳

理并探讨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之间的衔接适用关系，这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民法

典》、实现其体系效应至关重要。㉔

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之间衔接适用关系的核心是法律渊源问题。从法律渊源的

角度考察，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带来了婚姻家庭法的开放法源，即婚姻家庭法的法律渊

源并不局限于婚姻家庭编，其他各编以及相关单行法律法规中有关婚姻家庭的规范也是

法源。而民法法源论要求不仅要考察静态的法源表现形式，还要关注动态的法源冲突协

调，形成动态法源观。婚姻家庭编在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其他各编的关联交

叉、融合衔接，由此带来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妥当协调与其他各编的动态适用衔接关系。

辩证看待其他各编的体系溢出效益和婚姻家庭编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有助于

实现婚姻家庭法向民法典实质意义上的回归。㉕ 因此，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则时，必须首先

确立体系化思维。这包含两个层面：在价值体系上，必须全面贯彻《民法典》所承载的

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信、公序良俗等核心价值。婚姻家庭编中

关于树立优良家风、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规定，正是民法人文

关怀价值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具体化；在规则体系上，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必须与其他各编

保持协调，不能自我隔离。当婚姻家庭编有特别规定时，优先适用特别规定；当其没有规

定时，则应顺位适用总则编的一般规定，并在符合其身份法性质的前提下，参照适用其他

各分编的相关规则。

总则编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统领整部《民法典》。在体例上，总则

编与婚姻家庭编是总分关系；在法律适用上，婚姻家庭规则属于民事一般规则的特别规

则。总则编确立的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等制度，原则上适用于婚姻

家庭领域。例如，结婚、离婚、收养、订立夫妻财产协议等行为，均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

效要件的规定。然而，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性与团体性，总则编的某些规则在适用

于婚姻家庭领域时需进行必要的调适或排除。最典型的例证是诉讼时效制度。《民法典》

总则编第 196 条第 3 项明确规定，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

诉讼时效的规定，体现了对家庭内部持续性生存保障义务的特别规制。再如，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有其特殊性，对其不能完全适用一般委托代理的规定。

人格权独立成编体现了《民法典》对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保护，彰显了民法的

人文关怀。㉖ 婚姻家庭编与人格权编在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在规则上相互交融。一方

㉔ 参见前注 ⑦，王利明文，第 16 页。

㉕ 参见王雷：《〈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适用衔接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23 年第 6 期，第 32 页。

㉖ 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第 153-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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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格权编确认保障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等，这对家庭

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家庭暴力侵害的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干涉婚姻自由侵犯

的是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家庭成员间也有隐私权保护问题。人格权编确立禁令制度，

为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及时制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严重侵害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救

济。另一方面，婚姻家庭制度体现了人格权益在家庭成员亲密关系中的具体展开。例

如，《民法典》第 1043 条倡导的“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是从积极层面引导构建尊重人格尊严的家庭文化；第 1055 条规定“夫妻在婚

姻家庭中地位平等”、第 1056 条关于夫妻姓名权的规定，直接保障了家庭成员在共同生

活中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可以说，两编共同构筑了从个体到家庭人格权益保护的

完整制度体系。

婚姻家庭关系涉及不少家庭成员间的财产安排，这使得其与合同编调整的交易关系

产生交集，但婚姻家庭关系与交易关系毕竟存有区别。《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就此

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

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此款确立的规则是“身份法优先，参照适

用补充”。㉗ 这意味着，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等，首先应审查其是否符合

婚姻家庭编关于夫妻财产制的强制性规定和伦理要求。只有在不违背身份法本质的前

提下，就其中纯属财产性的权利义务安排，方可参照适用合同编关于合同的订立、履行、

变更、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规则。这种“参照适用”必须是审慎和有选择的。例如，合

同编中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若将其机械地适用于夫妻间的房产赠与，就可能违背

基于婚姻信赖所产生的特殊期待，从而与婚姻家庭编的价值相悖。这一衔接机制充分体

现了尊重婚姻家庭关系特殊性与维护财产秩序安定性之间的必要平衡。

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继承编的衔接集中体现在家庭财产权利的确认、变动与传承

上。在物权关系中，婚姻家庭编关于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家庭共有财产的规定，构

成了物权编所有权制度的特别规定。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公示原则与夫妻法定财产制之

间的关系也需要妥当协调。例如，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共有房屋，

涉及善意取得（《民法典》第 311 条）与保护配偶财产权益（《民法典》第 1062 条）的

规则协调。司法实践中须综合考量第三人是否善意、价格是否合理、婚姻内部关系等因

素进行裁判。在继承关系上，婚姻家庭编是继承编的基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的

确定都基于婚姻家庭编所确立的亲属关系。夫妻共同财产在继承开始前必须先予分割，

属于被继承人的部分方成为遗产，这一规则清晰地体现了两编在制度上的衔接。同时，

婚姻家庭编中关于抚养、扶养、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也是继承编中酌情分配遗产时多

分、少分遗产的考量因素。㉘

侵权责任编为婚姻家庭领域的人格权益与财产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家庭成员间

㉗ 参见前注 ㉕，王雷文，第 39-40 页。

㉘ 参见李贝：《中国继承法中的扶养考量：功能与局限》，载《中外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1326-1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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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或财产侵害，如家庭暴力、遗弃、虐待，在违反婚姻家庭法定义务的同时，也可能符

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此情况下，受害方有权依据侵权责任编请求停止侵害、主张

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损害赔偿。此时，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则与婚姻家庭编中的特

别救济途径可能产生竞合，当事人有权选择适用。对于来自第三人的侵害，如第三人破

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情形，受害方寻求救济的主要法律基础也在侵权责任编。侵权责

任编的普遍适用性，为抵御外部对婚姻家庭权益的侵害筑起了牢固防线。

概言之，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的衔接适用是一个多层次、动态化的系统工程。它

既要求我们在价值层面坚持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民法典》的基本价值取向，也要求

在规则层面精细操作，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身份法伦理优先”“参照适用须合性

质”等基本法理。未来，这一衔接适用的实践将面临更多新挑战。例如，数字经济下的

虚拟财产在离婚时如何分割（涉及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物权编的协调）、人工辅助生殖

技术带来的亲子关系认定（涉及婚姻家庭编与人格权编的深层互动）等，都需要裁判者

在《民法典》的体系框架内进行创造性的法律解释或漏洞填补。

必须承认，“法典化不是体系化的终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不是婚姻家庭法体

系化的终点，而是再体系化的起点”㉙。法典化给婚姻家庭法带来了开放法源，但同时也要

求以法典化思维取代原有单行法思维，在婚姻家庭编适用中采用动态法源观，关注动态

的法源冲突协调。未来司法实践应当注意对开放多样法源的适用衔接，通过妥当协调婚

姻家庭编与其他编的适用衔接关系、妥当协调婚姻家庭编与相关单行法律的适用衔接关

系，充分发挥法典的体系效益。我们必须始终秉持体系化思维，在维护《民法典》整体

和谐的前提下，推动婚姻家庭法律规则的体系化和与时俱进，最终实现保障个体权利、维

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的立法宗旨。

（二）身份关系协议的参照适用

《民法典》施行之前，对于因夫妻财产约定、离婚协议、忠诚协议等婚姻家庭领域协

议引发的纠纷，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

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㉚《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被誉为“沟通家

庭法与合同法、伦理秩序与交易体系的桥梁”，其本质是将如何在具体案件中沟通两大法

域的任务委托给了裁判者，由其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妥当运用予以完成。㉛

要准确适用第 464 条第 2 款，首要任务是对“身份关系协议”进行科学的类型化区

分。有学者依据其蕴含的伦理性强度与财产性内容，构建了一个有层次的体系，提出了

三分法模型㉜：一是纯粹身份关系协议。指直接以设立、变更或终止身份关系为目的的协

㉙ 前注 ㉕，王雷文，第 47-48 页。

㉚ 参见裴桦：《夫妻财产制与财产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载《法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4-6 页；李洪祥：《亲属法规

则财产法化趋向论》，载《求是学刊》2016 年第 4 期，第 84-85 页。

㉛ 参见冉克平：《“身份关系协议”准用〈民法典〉合同编的体系化释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 4 期，第

63-67 页。

㉜ 前注 ㉛，冉克平文，第 7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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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如结婚、协议离婚、收养协议等。此类协议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伦理色彩最为浓厚，

意思自治空间极小，必须严格遵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主要依据总则编关于民

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及婚姻家庭编的具体规范进行判断，原则上排除合同编规则的适

用。二是身份财产混合协议。指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但核心内容涉及财产安排的协议，

如夫妻财产约定、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此类协议兼具身份伦理与财产处置内容。其效力

根源在于身份关系，但履行与效果则牵连财产法规则。因此，对其应在优先适用婚姻家

庭编规定的前提下，就其中纯粹的履行、违约责任等事项，有必要且可能参照适用合同编

的相关规定。三是身份财产关联协议。指协议本身不直接变动身份关系，但以身份关系

的存在为背景或前提的财产协议等。这类协议的财产性最强、伦理性最弱，其订立与履

行虽受夫妻等家庭关系这一特殊背景的影响，但在性质上最接近普通民事合同。因此，

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则的必要性最强，但仍须接受公序良俗等原则的检验，以防其沦为损

害婚姻家庭共同体利益的工具。“三者的伦理性渐次减弱而财产性趋强。法官在个案中

既要依据婚姻、收养和监护等身份关系协议的事实构成和性质来评价和发掘合同编和总

则编之中被援引法条的规范意旨，还要论证该规范意旨与婚姻家庭编的原则以及待决身

份关系协议的伦理属性不相排斥，避免‘参照适用’条款沦为交易规则过度市场化、工

具化身份关系协议和‘反噬’家庭法的通道。”㉝ 这一类型化框架的核心在于认识到，从

纯粹身份协议到身份财产关联协议，协议的“伦理性渐次减弱而财产性趋强”。这一“伦

理性梯度”是裁判者在决定是否及如何参照适用合同编时，必须进行的价值判断。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参照适用”并非“直接适用”，其操作包含精细化的法律解释

技巧。它要求裁判者进行一场“双向奔赴”的规范评价工作。首先，是相似性审查。裁

判者需在合同编中寻找到与待决身份关系协议之核心法律事实构成最相类似的规范。

例如，在不违反婚姻家庭编规定的前提下，对夫妻忠诚协议的违约责任部分可以参照适

用合同编的相关规定。所以在处理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财产赔偿责任时，可能需参照违

约损害赔偿规则；在调整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显失公平的条款时，可能需参照情势变更

或显失公平的规则。其次是更为关键的伦理相容性审查。这是避免合同编信奉的市场

交易价值“反噬”婚姻家庭编伦理价值的防火墙。裁判者必须论证，拟参照的合同编规

范的规范意旨与婚姻家庭编所倡导的“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夫妻平等、保护

弱者权益等基本原则不相冲突。因此，“参照适用”往往意味着对所引规则进行必要的

限制或修正。这一过程体现了“体系化思维”，它要求裁判者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个法

条，而必须在《民法典》的整体价值秩序下，实现各编规则的功能互补与逻辑自洽。㉞

夫妻忠诚协议是检验上述理论最好的“试金石”。依据前述观点，可对夫妻忠诚协

议之效力进行层次化分析。第一步是定性识别。夫妻忠实协议显然不属于“纯粹身份

协议”，因为它并不直接创设或解除婚姻关系；也不属于“身份财产关联协议”，因为它本

㉝ 前注 ㉛，冉克平文，第 62 页。

㉞ 参见王雷：《论身份关系协议对民法典合同编的参照适用》，载《法学家》2020 年第 1 期，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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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并不是以财产变动为核心的协议。它更符合“身份财产混合协议”的特征：其订

立以夫妻身份为前提，内容既涉及对特定行为（如婚外性行为）的约束（具有人身伦理

属性），又包含对违反后财产性后果的约定。第二步是效力分层判断。一是人身约束条

款的无效性。协议中如包含“限制离婚自由”“放弃子女抚养权探望权”等条款，因其

直接侵犯自然人受法律保护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违背公序良俗，应认定为自始无效。

司法实践也明确，此类涉及身份关系的约定无效。二是财产责任条款的有限可参照适用

性。对于“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则向另一方支付特定金额赔偿或放弃财产”的约定，可进

入参照适用审查阶段。此时，裁判者应审查该约定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赔

偿金额是否显失公平甚至于异化为经济胁迫工具。在诉讼中，无过错方须对对方存在违

反狭义忠实义务（通常指婚外性行为）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步是司法政策的衡平。

当前许多法院对忠诚协议持谨慎态度，认为其应由当事人自觉履行，不宜由法院赋予强

制执行力。这种立场的深层考量在于，过度司法介入不仅可能激化夫妻矛盾，将情感纠

葛彻底转化为金钱计算，还有强制夫妻一方履行忠实义务等人身义务甚或道德义务的嫌

疑。然而，完全否定其效力，又可能使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落空，且无法救济无

过错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因此，合理思路是在坚持人身条款无效的前提下，对于内容合

理、显失公平程度不高的财产赔偿约定，经由“参照适用”合同编违约责任规则的路径，

在离婚诉讼中作为判断过错程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具体量化情

节予以综合考量，而非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必须严格执行的合同之债来处理。㉟

可见，为妥当适用《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以前述的类型化理论为框架，以体系

化思维为指引，裁判者需要发展出一套“动态衡平”裁判方法。这套方法的核心在于分

三步走：第一，类型定位，依据协议的伦理性与财产性构成，将其归入适当的类型；第二，

规范探寻与筛选，在合同编中寻找类似规范，并严格检验其与家庭法伦理价值的相容性；

第三，效果裁量与衡平，在参照适用时，充分考虑婚姻家庭关系的持续性、利他性特征，对

财产后果进行符合公平原则的调整。

未来，随着社会家庭形态的多元化，身份关系协议的类型将更加丰富（如意定监护

协议、同居财产协议）。这就要求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持续深化对“伦理性”与“财产性”

动态边界的探索。唯有坚持体系化的解释论立场，在尊重家庭自治与防范权利滥用之

间、引入市场交易规则与捍卫婚姻家庭伦理价值之间保持审慎的平衡，才能使《民法典》 
第 464 条第 2 款真正成为“沟通的桥梁”，最终实现法律介入婚姻家庭生活既有力度又

有温度的立法目的。

（三）夫妻财产与债务制度

婚姻家庭编关于夫妻财产与债务的规则，是在回应社会关切、总结司法经验、平衡多

元价值基础上进行的一次体系整合。它不仅涉及夫妻内部的财产归属与分配，更牵涉到

夫妻与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体系整合的核心特征在于：坚持内外有别，明

㉟ 参见前注 ㉛，冉克平文，第 84 页。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实施五周年：制度发展与理论深化 

157

确区分夫妻财产关系的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并以“婚姻保护”为主导价值，在“意思

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理解《民法典》夫妻财产制度，不能停留于规则表相，必须深入其价值内核。就此

而言，“中观价值框架”是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夫妻财产法由婚姻

保护、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三种基本价值形塑。其中，婚姻保护是主导思想。它并非要

求财产越多共享越好，而是旨在提供一种经济激励机制，消除夫妻在婚姻合作中（如一

方承担家务、另一方专注事业）因担忧离婚后经济利益失衡而产生的自利动机，从而“不

让金钱给婚姻添乱”。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为何婚后劳动所得原则上应为共同财产——

其规则目的在于使夫妻双方的经济与非经济贡献在法律评价上趋于等价，鼓励有利于婚

姻共同体的行为。意思自治体现在《民法典》第 1065 条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尊重上，即

允许夫妻双方通过协议安排财产归属。交易安全则主要指向外部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这三种价值并非总是和谐一致，其张力构成了具体规则争议的根源。例如，夫妻内部的

财产约定（意思自治）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抗外部债权人的强制执行（交易安全），便

是核心难题之一。㊱

必须强调的是，《民法典》夫妻财产制度的设计还深深植根于中国特定的家庭观念。

有学者观察到婚姻家庭财产法呈现出一种“貌离神合”的状态：在制度外观上，它通过

分别财产、个人债务等概念强调个体独立性，似乎与传统“同居共财”的家观念有所疏

离；但在功能内核上，其法定共同财产制、家事代理权等制度，依然有力地维护和呈现了

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的本质。㊲ 因此，婚姻家庭财产法制不仅具有确权与

调整功能，更承载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教育功能，旨在引导建立平等、和

睦、文明的家庭财产关系。㊳ 在分析夫妻财产归属约定时，作为前述结论的延伸，应当将

其置于“家”的伦理框架下，强调它蕴含着对感情付出、子女养育、家事劳动等综合因素

的补偿考量，而不能简单套用一般财产法逻辑。㊴ 这一价值与观念基础，决定了夫妻财产

制度必然具有“双重结构”。夫妻财产制度需同时处理内部夫妻伦理秩序与外部交易安

全秩序，二者内外有别，遵循不同的逻辑——内部关系侧重公平与伦理，外部关系侧重效

率与信赖保护。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结构，是妥善解决几乎所有夫妻财产争议的钥匙。㊵

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核心是财产归属的确定，对此，《民法典》第 1062、1063 条

明确了法定财产制下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边界。而更具争议的问题是，夫妻双方依

据《民法典》第 1065 条达成财产归属约定（如将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共有或另一方所

㊱ 参见贺剑：《夫妻财产法的精神——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和财产规则释论》，载《法学》2020 年第 7 期，第 32-33 页。

㊲ 参见汪洋：《貌离神合：家庭财产法对传统家观念的呈现》，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15-119 页；陈永强：

《夫妻财产归属约定的法理明晰及规则适用》，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2 期，第 104-110 页。

㊳ 参见马新彦：《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的教育功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理念的研究》，载《当代法学》2020
年第 1 期，第 5-6 页；前注 ㊱，贺剑文，第 21-22 页。

㊴ 参见前注 ㊲，陈永强文，第 109-110 页。

㊵ 参见冉克平：《夫妻财产制度的双重结构及其体系化释论》，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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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其法律性质与效力如何。对此，学说上存在“赠与说”㊶、“婚姻条件说”㊷、“家事

补偿说”㊸ 等多种解释。学术界普遍认同对夫妻内部财产关系应适用区别于一般市场交

易的特殊规则，其效力应更多源于身份伦理与信赖保护，以在内部层面强化“婚姻保护”

的价值。因此，夫妻关于财产归属的约定必须清晰明确，不能依据股权变动或者不动产

物权变动公示方法公示的权利状态来推定夫妻之间存在关于财产归属的约定。㊹ 特别是

在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场合，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直接决定了在未完成物权变动公示的

情况下，基于协议受让财产的夫妻一方可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以及可以对抗何种类型的

第三人。这背后是夫妻间婚姻保护与民事主体间交往安全两种价值之间的权衡，二者此

消彼长，难以完全兼顾。在《民法典》的既有价值立场之下，基于婚姻保护理念对夫妻

一方未公示财产权的保护，应以法定财产制下一方的潜在份额为限。对此，若采公示对

抗主义或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将使得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不离婚”也

能“真逃债”，过分侵蚀交往安全。相较之下，以公示生效主义配合法定财产制的财产权

属推定效力，能够更好地平衡婚姻保护与交往安全。因为采公示生效主义对婚姻保护虽

看似略有不周，却可通过规则的解释和完善有效解决。㊺

如果说财产归属约定主要处理内部关系，那么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则尖锐地展现

了内外利益的冲突。㊻《民法典》第 1064 条确立的规则，是对此前司法实践中一度采用

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推定共债”规则的彻底纠偏，其演进体现了价值权衡重心的转移。

现行规则确立了三种夫妻共同债务：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共债共签或事后追

认）；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以及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但债

权人能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共债共签”原则被普遍认为是

基石，它从源头上保障了配偶的知情权和同意权，是对意思自治的贯彻。而对于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法律推定其为举债方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其用

于共同生活或者经营。其中，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判断应结合当地生活水平、

家庭收入、消费习惯等个案因素综合认定，这为司法裁量留下了必要空间。实证研究表

明，裁判者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对“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概念进行灵活解释，实

际上在进行着细致入微的“婚姻家庭保护”与“债权人保护”之间的价值衡量。㊼

虽然《民法典》已将夫妻财产与债务制度置于法典体系中，但一体化进程仍面临诸

㊶ 参见杜万华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 65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2 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编：《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之间的赠与》，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 82 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2-145 页。

㊷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时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0-111 页。

㊸ 参见前注 ㊲，陈永强文，第 106-110 页。

㊹ 参见王雷：《夫妻财产约定的识别与法律效力》，载《现代法学》2025 年第 5 期，第 49 页。

㊺ 参见王轶、蔡蔚然：《基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 年第 2 期，第 155-158 页。

㊻ 参见孙若军：《论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规则》，载《法学家》2017 年第 1 期，第 148-150 页；缪宇：《走出夫妻共

同债务的误区——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为分析对象》，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275-276 页。

㊼ 参见王轶、包丁裕睿：《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规则实证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14-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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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深层挑战。首先，内外规则的衔接仍是最大难点。尽管立法确立了“共债共签”等原

则，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共同生产经营”等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内部约定对抗外部

效力的不确定性，仍然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其次，新型财产与复杂债务的规制亟待探

索。随着经济发展，股权、期权、数字财产等新型财产形态在离婚分割和债务清偿中日益

常见。这些财产往往价值巨大且与市场主体身份紧密关联，给传统以“婚姻保护”为主

导的婚姻家庭法规则提出了新考验。再次，程序保障机制有待强化。实体权利的实现离

不开程序法的支撑。从诉讼当事人地位确定，到财产保全的范围界定，再到执行程序中配

偶异议之诉的审理，都需要更精细的民事诉讼规则予以配合。最后，价值衡量的动态性需

要持续关注。婚姻家庭观念与社会经济生活在不断变迁，法律的价值天平也须适时微调。

概言之，民法典时代的夫妻财产与债务制度，通过确立“婚姻保护”的核心价值、构

建“内外有别”的双重结构，完成了从理念到规则的系统性更新。在内部，通过赋予夫

妻财产约定以特殊的伦理效力和物权变动效果，强化了家庭共同体维系；在外部，通过

“共债共签”原则和举证责任规则，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对未举债配偶不利的局面，努力

在交易安全与家庭安宁之间筑起防火墙。然而，制度的文本整合不等于实践难题的终结。

内外效力的冲突、新型财产的挑战、程序衔接的缝隙，都意味着这一领域仍将是实践探索

与理论研究的活跃地带。未来的重点在于，在坚持保护婚姻家庭基本价值的前提下，通

过更精细的司法解释、更典型的指导案例以及更深入的学术对话，不断细化规则、统一裁

判尺度、凝聚法律共识，最终使《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

中，真正实现其保障家庭幸福、促进社会和谐的立法初衷。

三、法律介入婚姻家庭的限度

婚姻家庭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法律介入婚姻家庭

关系的限度，是婚姻家庭领域最为基础和核心的价值判断问题，事关婚姻自由、家庭自治

与正当干预、有限强制的妥当界分、有效衔接和交叉融合，事关社会交往主体的交往自由

及限制。对此，应遵循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即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

理由，不得限制社会主体的交往自由。所谓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就是包括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婚姻家庭的法律规范经历

了从“废旧立新”的革命性建构，到应对社会变迁的全面调整，最终迈向体系化、精细化

保障的演进历程。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深度、广度与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1950 年颁布的《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早于 1954 年宪法，这本身就

凸显了国家通过法律手段重塑社会基础秩序的决心。该法对婚姻家庭关系介入的核心

特征是“革命性”和“赋权性”，即旨在运用国家强制力彻底瓦解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

㊽ 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第 111-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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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该法开宗明义，宣示首要任务是“废除包办强迫、

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并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

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一定位决定了法律介

入婚姻家庭关系的锋芒直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纳妾、童养媳等旧习俗。该法通过

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四大基本原则，致力于将个人（尤

其是妇女）从封建家族和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获得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有效的

权利保障。1950 年《婚姻法》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介入，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对传统

婚姻家庭领域的一次深度、全面的干预。其历史功绩在于破除旧制度，确立新原则。但

这次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侧重于身份关系的建构和基本民事权利的赋予，对于家庭内

部复杂的财产关系、情感纠葛以及权利救济程序等，尚未形成明确具体的规则体系。

1980 年《婚姻法》的颁布及 2001 年的重大修正，标志着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进

入“全面规范”和“积极救济”的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婚姻

家庭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领域不断拓宽，机制日益复杂。1980
年《婚姻法》及 2001 年修正案明确了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和疾病条件，并正式建立了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详细规定了夫妻财产制以及夫妻、父母子女间的扶养、抚

养、赡养义务，并将保护范围延伸至祖孙、兄弟姐妹之间；明确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

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首次列举了证明感情破裂的具体情形；同时，增设了离婚时对家

务劳动贡献方的经济补偿制度、对生活困难方的帮助制度，以及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

望权制度。2001 年修法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增设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专章，该章

在《婚姻法》（2001 年修改）第 3 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的基础上，首次规定了

受害人可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机关等多家机构介入劝阻、制止和处罚；创

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因重婚、同居、家暴、虐待遗弃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

求损害赔偿。这一阶段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不仅继续维护了婚姻家庭的平等自由基

础，更积极回应家庭暴力、婚外情、离婚时经济弱势方权益保障等现实问题，还通过行政、

司法等多种手段，初步建立起一套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体系。

婚姻家庭编的编纂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律治理进入法典化的新阶段。这

一阶段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审慎且精准地划定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界限。

民法典编纂凝聚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共识之一是：非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法律

不得限制社会主体的交往自由。因此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介入，并非无限的权力扩张，

而是基于深刻的伦理关怀与明确的价值目标。其正当性根植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双重属

性：它既是具有高度亲密性与自治性的私人领域，也是构成社会基础、承载特定公共功

能的伦理实体。因此，介入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保护弱者利益，这

些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婚姻家庭编在立法价值上“进一步强化了对弱者利益

的保护，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㊾ 这意味着法律不能对家庭内部因权力、资源、能

㊾ 参见前注 ⑤，夏吟兰文，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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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均等导致的不公与伤害袖手旁观。无论是历史上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将家庭暴力

从“家务事”转变为法律必须干预的公共议题，还是《民法典》取消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须以“分别财产制”为前提的限制，都体现了法律旨在矫正家庭内部事实上的不平等，

保护为家庭做出无形贡献的成员（通常是妇女）的合法权益。㊿ 因此，婚姻家庭立法必

须承载并表达特定的伦理价值，即对家庭成员的人格尊严、平等地位以及弱者生存保障

的维护。■ 当家庭自身的伦理功能失灵，无法保障成员的基本尊严与安全时，法律的介入

便具备了正当性。同时，介入须服务于维护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与团体价值。婚姻家庭

并非纯粹的利益结合，而是以情感、信任和长期共同生活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与“命

运共同体”。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理念包含了对家庭文明、和谐价值的追求，■ 体现了对这

一伦理属性及团体价值的维护■。所以法律的介入不应是破坏性的，而应是修复性和支持

性的。其目标不是替代家庭自治，而是在家庭自治失灵或出现危机时，提供外部支持与

底线规则，帮助家庭恢复其应有的伦理功能，如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互助共生等。事实

上，学界对婚姻家庭编价值阐释的研究，以及对婚姻家庭“社会化”维度的论述，都指向

了法律在连接个人、家庭与社会，促进稳定、文明的家庭关系形成中的积极作用。■

明确了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正当性后，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划定介入的界限。对

此，“目的性弃权模式”提供了一个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该理论的洞见在于承认

“家庭法与家庭生活存在意义分野”。家庭生活的成功运转，根本上依赖于爱、信任、宽容

等非正式规范，而非法律条文。因此，法律在家庭生活常态下应保持谦抑，主动“弃权”，

为家庭的自我管理与情感留白预留充分空间。这种“弃权”并非消极，而是“有目的的

放弃”，其目的在于保护家庭生活的自主性与情感本质。那么，法律在何时应当终止“弃

权”，转而积极介入？学者提出了相对清晰的触发条件：其一，当家庭关系陷入危机或破

裂时，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诉诸离婚、父母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家庭成员间冲突无

法自行调和等。此时，家庭内部的自治机制已然失效，需要法律作为中立第三方来裁断

权利义务、解决纠纷（如判决离婚、确定抚养权、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二，当家庭内

部行为显著影响特定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时。最典型的例证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民法典》确立的“共债共签”原则，正是法律在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可能波及债权人利

益时，为平衡家庭内部团结与外部交易安全所作出的精准介入。其三，当行为触及保护

家庭弱势成员的底线伦理时。家庭暴力、遗弃、虐待等行为，不仅悖逆人伦，更是对基本

人格权益的践踏。对此，法律必须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实施强制性干预（如追究法律

责任、撤销监护资格）。“目的性弃权模式”要求法律的介入必须是补充性的、比例恰当

㊿ 参见前注 ⑤，夏吟兰文，第 78 页。

■ 参见李拥军、雷蕾：《论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价值与立法表达——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制定为背景》，载《政

法论丛》2019 年第 2 期，第 19-20 页。

■ 参见陈苇、贺海燕：《论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理念与制度新规》，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8 页。

■ 参见前注 ⑤，夏吟兰文，第 67 页。

■ 参见王歌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阐释与制度修为》，载《东方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70-174 页；肖新喜：

《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社会化》，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08-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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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目标明确的。它既反对法律以“家长”姿态对家庭生活进行事无巨细的规划，也反对

对家庭内部的严重不公与伤害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旨在寻求尊重自治与提供保护之间

的动态平衡。■ 事实上，这就是与自由及其限制有关的民法价值判断问题实体性论证规

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具体运用。■

在介入方式上，婚姻家庭编的具体制度设计体现了“倡导”与“强制”的梯度结合。

“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倡导性规定，是法律以柔性方式引导家庭文化建设，

属于最低限度的、价值引领型的介入。而关于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暴力、抚养赡养义务等

规定，则是刚性的强制规范，属于底线保障型的介入。在两者之间，还存在大量体现“支

持性介入”的制度。例如，“离婚冷静期”并非禁止离婚，而是在当事人作出重大身份

决定时，提供一段法定缓冲期，以支持其审慎决策，防范冲动离婚可能带来的家庭解体风

险。在介入领域上，婚姻家庭编聚焦于关键节点与利益平衡。婚姻家庭编的介入并非面

面俱到，而是集中于婚姻关系的成立与解除、亲属间重大财产关系的调整、未成年人等弱

者权益的保障等核心领域。例如，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从无效事由

改为可撤销事由，体现了法律从婚前积极管制向尊重当事人事后选择权的转变，介入点

更为后置和限定。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确立，则是法律介入以解决长期困扰司法实

践的、涉及内外利益交织的复杂财产问题的典范。在价值追求上，婚姻家庭编贯穿“儿

童最大利益原则”，在介入家庭关系时，始终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置于优先考量地位。亲

子关系确认与否认制度的明确、收养条件的完善（如增加收养评估程序、要求收养人无

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以及离婚时子女抚养问题的处理原则，都彰

显了法律代表国家充当未成年人“最终守护者”的角色。■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家庭法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学术历

程，法学界对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条件的认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演进：从国家

主义主导下的“秩序建构型介入”，到问题驱动下的“纠纷解决型介入”，再到民法体系

化背景下的“底线护卫型介入”，最终迈向民法典时代精细化的“多维度平衡型介入”。

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是对家庭“公私双重属性”的持续权衡：家庭既是国家、社会治

理的末端，也是个体隐私、情感与伦理自治的堡垒。新中国第一代婚姻家庭法学者奠基

的以保护弱者、维护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家庭价值观，与第二代婚姻家庭法学者推动

的权利救济和性别平等理念，共同构成了法律介入的正当性基石与价值目标。而新一代

婚姻家庭法学者倡导的“补充性干预”与“伦理优先”方法论，则为法律介入划定了谦

抑的边界。展望未来，面对非传统家庭形态、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等新挑战，关于法律

介入条件的讨论，必将继续在尊重自治、保障权利与维护伦理之间，寻求更具弹性、更富

智慧的平衡。

■ 参见夏江皓：《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

■ 参见前注 ㊽，王轶文，第 111-116 页。

■ 参见前注 ⑤，夏吟兰文，第 8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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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法律介入婚姻家庭关系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变迁、家

庭形态多样化以及价值观念演进而动态调整的。当前，婚姻家庭编的实施仍面临诸多挑

战。例如对非传统家庭关系的规范空白：面对同居关系、意定监护等日益普遍的现象，法

律是否介入、如何介入，仍处于探索阶段。坚持“目的性弃权模式”，意味着对于成年人

自愿形成的、不损害他人权益的亲密生活安排，法律应当保持最大限度的尊重，但当其中

产生财产纠纷、抚养责任或一方弱势地位被利用时，法律的介入又显得非常必要，这就需

要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领域内进行更精细化的区分和更具针对性的规则设计。又如科

技发展带来的新型伦理与法律挑战：辅助生殖技术（如代孕）所引发的亲子关系认定问

题、大数据时代的家庭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等，都在不断测试现有法律介入框架的边

界，法律需要在鼓励科技发展与维护家庭人伦基本秩序之间划定新的界限。再如介入手

段的协同与专业化：反家暴实践表明，有效的介入需要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社

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未来，家事审判的专业化、家事调解的深化、社会支持服务体

系的完善，都是提升法律介入效能、实现其保护与修复并重双重目标的关键路径。

综上，民法典时代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介入，建立在对家庭伦理价值的尊重和对

个体基本民事权利保障的基础之上。它在家庭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划定了清晰的动态

边界：常态下尊重家庭的私密与自我管理，仅在家庭功能失灵、触及底线伦理或影响重大

外部利益时，例如关涉公共利益的确认与保障时，才实施有针对性的梯次介入。婚姻家

庭编通过一系列创新制度，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致力于实现从形式平等到实质正义、从

简单裁判到修复治理的转变。展望未来，持续关注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不断反思与调

整介入的界限与方式，将是推动婚姻家庭治理走向更加文明、精细与有效的必由之路。

四、结 语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体现了中

国历史上长期信奉的“家国一体”：家庭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缩影，国家秩序是家族秩序的

拓展，国家制度是家族制度的延伸。尽管今日之家，已非昨日之家，但当下构成中国人重

要的生活意义的仍然不是个体，而是家庭。而“关爱与责任是家庭的根本逻辑……如果

背离了这一逻辑，每个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个体，那么家庭就不会存续，人类就不会有自

身的再生产”■。因此，保护婚姻家庭、重视家庭文明、维护婚姻家庭团结和睦、着力亲情维

持修复与增进，避免个体主义观念的过度渗透。■ 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我们在婚姻家庭

领域分享的一项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也是思考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价值起点，所有偏

离这一价值共识的论断，讨论者都必须承担论证的责任，否则其观点就不能被有效证成。

■ 《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五节》。

■ 《礼记·大学》。

■ 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第 139 页。

■ 参见前注 ㉕，王雷文，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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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

的所有问题，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探索，还需要不断配套、补充、细化。”■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维护民法典权威的有效手段。各级政府要

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学界要坚持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加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尽快构建体现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

系，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展望未来，为保障《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度发展与理论深化行稳致远，立足中国实际，凝聚中国共识，借鉴

域外有益经验，提出中国特色方案，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法学知识体系势在必行。

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entered the civil code era. In alignment with the enforcement of 
the Book on Marriage and Family, national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have undertaken systematic efforts to review, revise, and supplement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hese include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others.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ok on Marriage and Family has spurred deeper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key issues, such as its coordination and application with other books of 
the Civil Code, the reference application of agreements concern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ystems governing marital property and deb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aw should intervene in 
marital and familial relations represent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critical value judgment in 
this domain. This issue necessitates profound, forward-looking reflection based on a review of 
history and a summation of current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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